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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根据地治理伪造货币的特点及其历史经验

徐德莉
( 广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抗战时期，日本通过伪造中国货币、充斥货币流通领域、破坏中国货币信用体系和战时金融秩序，以

期实现“以战养战”的侵略图谋。中共遵循货币本质规律，构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

结合的治理伪造货币机制，成功治理了抗日根据地的伪造货币，有效地维护了根据地的金融秩序和边币信用

安全，为抗战胜利提供重要物质基础。坚持党的领导、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及其遵循货币本质规律是抗日根

据地成功治理伪造货币的重要历史经验，对于今天的金融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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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Counteracting
the Counterfeit Currency in the Anti － Japanese Base Areas

XU Deli
( School of Marxism，University of Guangzhou，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Japan tried to realize the aggressive plot of“supporting
war by war”by counterfeiting Chinese currency，and used counterfeit money to fill the currency cir-
culation field，so as to do great damage to the Chinese currency credit system and the wartime finan-
cial orde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following the law of the essence of money，constructed a u-
nique monetary mechanism to counteract the counterfeit currency，which combined theory and prac-
tice，economic means and administrative means，effectively maintained the financial order of the base
and the credit security of the border currency，and provided an important material basis for the victo-
ry of the resistance． Adhering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people － oriented guiding ideology and fol-
lowing the law of the essence of money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the successfully coun-
teracting counterfeit currency in Anti － Japanese Base Areas，which is still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
cance to today’s financial construction．
Key words: anti － Japanese base areas; counterfeit currency;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experience

英国政治家伯克说:“历史是一部打开了来教诲我们的大书，可以从人类过去的错误和苦痛中汲取

未来智慧的材料。”［1］( p184) 货币的本质是一种信用关系，它的魅力在于拓展流通空间和彰显信用秩序。
抗战时期，日本通过伪造中国货币、充斥货币流通领域、破坏中国货币信用体系和金融秩序达到侵略图



谋。整个抗战期间，日军总共伪造中国货币达 40 余亿元之巨，据估计有 30 余亿元被投入市场用来购买

战略物资，企图实现“以战养战”的侵略目的。鉴于此，中共开展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经济调查工作，灵活

运用经济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既反映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又体现抗日根据地实际情况之独

具特色的治理对策，①充分彰显中共在金融领域中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有效的组织能力。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

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研究

历史不仅仅只是为了还原其历史场景，更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找本质规律，汲取历史的智慧，以史为鉴。
因此，系统梳理抗日根据地对伪造货币的治理特点及其基本经验，为今天治理伪造货币和加强金融建设

提供重要的现实启示。

一、抗日根据地治理伪造货币的特点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

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 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

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这些

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2］( pp． 307 － 308) 这里

强调一切时代的哲学来源于时代的经济学，“这些手段”旨在强调社会调查。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
中强调:“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

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3］( p115) 毛泽东强调没有

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因此，关于金融的调查工作也是为制定科学合理的金融政策的重要前提。
曾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特别强调，开展银行工作一定要注重实地调查，既要收集边区的生

产、贸易及物价等问题变化，还要关注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法币购买力和伪币币值变化及其汇率等线性变

化的情报，同时强调收集材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他还特别强调物价问题的调查工作的

具体要求: 第一，各地物价变动表; 第二，边币在各口岸价格表; 第三，边、法币汇率升降表; 第四，边、法币

发行流通表; 第五，大后方及西安每月经济动态。［4］( pp． 77 － 79) 他又对调查研究工作作了具体的要求: ( 1) 随

时搜集与研究边区四周敌、友、我的书报、电报; ( 2) 多找外来的脚户商人谈话，了解外面的情况; ( 3) 广

泛进行农村调查与手工业的调查，研究如何向私人生产投资; ( 4) 系统地进行信用调查，将每个有关的

户头信用情况了解清楚; ( 5) 与税局配合，进行出入口的登记; ( 6) 根据总行物价金融调查表，按时进行

调查; ( 7) 与各个有关调查机关进行分工与交换材料( 如系秘密材料，要注明不许公开) 。［4］( p46) 这对中共

制订科学的货币政策和边区银行正确执行金融决策至关重要。
抗战时期，中共非常重视金融调查工作，一是各根据地银行分别成立研究室，以分行行长为研究室

主任，富于调查研究能力的同志负专责，全体工作同志为研究员，从组织机构上保障了金融调查研究工

作的推进; 二是为了深入金融调查工作，创办《经济简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一手资料，为更进一步地

分析和对金融理论的运用提供预判和评估的重要依据。
各个抗日根据地银行都极为重视金融调查工作与金融研究工作的相互结合。冀南银行对加强调查

研究和情报工作做出如下两个方面的要求: 1． 经过干部调整设法配备充足的调查研究员; 2． 贯彻执行情

报制度———作到准确及时。同时要加强情报交易工作，奖励商人的真实情报者。［5］与此同时，北海银行

及其分支机构为加强各地区情报联系，统一各地斗争步调，滨海、鲁中、鲁南之间筹设电话联系，胶东渤

401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① 注: 关于伪造货币图景及其治理对策的讨论，参见笔者相关拙文: 徐德莉:《抗战时期伪造货币述论》，《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徐德莉:《抗战时期日本伪造货币及中方治理对策》，《光明日报》2015 年 7 月 8 日; 徐德莉:《抗日根据地对伪造货币的应对措

施及其效果》，《光明日报》2017 年 7 月 12 日。



海应用电报经常报告币值物价变化，严格纠正过去忽视统调工作，不做经常报告，甚至省工商处去电置

之不理的现象，各地每月做两次经常报告，如有重大变化应用最迅速之方法报告省工商处并与邻区密切

联系，用最迅速方法互相交换情报。［6］

1941 年 1 月，晋冀鲁豫边区认真地开展了市场调查，关于索堡市场调查: 事变前放账几个资本 28
万绸缎庄，6 个资本 25000 元布庄，14 个资本 14000 元，粮行什货等共 100 户，资本在 70 多万元。事变

后，全市商人 150 家，资本 170 多万元，现在的商人大都是过去店员，大股东都已歇业了。特别对山货的

存货及交易状况进行细致调查: 花椒是 109 万斤、核桃是 20000 余万个、柿子 1 万斤 9 千余个、木料 4200
石、大蒜子( 六区) 3 万余斤、杏( 二七两区) 370 余石。每斤核能出仁子 50 个，每个仁子出油 9 两，共出

仁子 10 万，每个出油 5 两，每石木料出油 30 斤，共出油 12 万斤油。棉产: 1941 年全县种棉 30735 亩，以

30 斤计算可出子花 9205 个等等。［7］这些翔实的数据，有了准确的山货数量，为有计划地换回必需品提

供了重要依据，更为边区政府加强贸易管理、平抑物价、整顿金融提供可靠的材料。
1944 年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收集全国经济情报的通知》规定了具体办法: ( 一) 由陕甘宁

边区政府的西北财经办事处负责编辑一种带全国性的经济情报，委托各根据地及办事处向一定的大城

市收集必要的材料，按期编成情报，通知各根据地作参考。( 二) 各地负责收集情报的项目随时由西北

财经办事处通知，但各地最重要的责任是收集带战略性的经济情报，例如: ( 甲) 大后方及敌伪的货币政

策，及其内部的金融秘密消息; ( 乙) 大后方及敌后对于我有关的某项物资政策( 如食盐、棉布的产运销

等等) 。此外，每周或按期通报几项物价以及物价、金价的涨跌及比价。［8］( p425) 这些为如何收集沦陷区和

国统区的财政金融贸易情报提供了方法指导，拥有详细的经济情报是组织抗日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和发

展对内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前提。
晋冀鲁豫边区于 1945 年春对主要出入口货物兑换数目进行调查，具体数据见主要出口货物分配数

目统计表和主要入口货物分配数目表:

表 1 主要出口货物分配数目统计表［5］

品名 单位 数量 换回外汇数 备考

蔴皮 斤 600000 换回盐 500 万斤

桃仁 斤 600000 2400 万 外汇买药用

花椒 斤 800000 2000 万 外汇买药用

皮毛 斤 200000 4000 万 外汇买药用

植物油 斤 300000 1800 万 外汇买药用

大麻子 斤 300000 1000 万 外汇买药用

药材 斤 600000 1200 万 外汇买药用

肥皂 箱 3000 1500 万 外汇买药用

蚕丝 斤 10000 1000 万 外汇买药用

其他 斤 5100 万 外汇买药用

粮食 石 20000 换回花 20 万斤

总计 20000 万

说明 其他系指杏仁、蓆、煤、黄花菜、鸡蛋、木料茶果等。2． 换回外汇
数以万元为单位。3． 外汇 20000 万元可买花 75 万斤。

表 2 主要入口货物分配数目表［5］

品名 单位 数量 备考

棉花 斤 1800000 出口外汇不购 75 万斤粮食换
20 万共 95 万斤

食盐 斤 5000000 用出口蔴 60 万斤换回

说明 棉花不足之数以本币购买

上述调查表中呈现的出入口货物分配数目，为根据地准确掌握物资与托购物资的处理提供可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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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也为掌握物资与调控外汇，恰当发行边币，调配资金，有效利用资金流动，科学利用物资回笼货币的

经济策略奠定重要基础。因此，调查是研究的前提，正确的调查研究是制定科学政策的关键。
通过对市场经常性的切实调查研究，在尊重市场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货币兑换率进行适时适度的

行政掌控，由根据地银行与外贸、工商管理等部门配合，在银行网点、外贸口岸及大的集镇等处组织实

施，即“本着有利于保持根据地货币币值稳定，有利于根据地重要物资( 棉花、粮食) 的生产和收购，有利

于军民必需品输入，并照顾剩余土产品输出的原则，通过经常性的市场输入，根据两种货币购买力的高

低和地区物资输入输出的实际情况，适时确定和灵活调整双方货币兑换比率。”［9］( p24)

2、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相结合

货币流通速度和发行量其实质则取决于商品流通。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

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10］( p167) 中日之间、国共之间在国统区、沦陷区和边区之间的军

事对抗与政治博弈背后隐藏着一场物资抢夺的经济战。其中，货币是一个重要的媒介或载体，揭示了中

日货币战的实质是物资抢夺战。
根据地金融工作离不开对外贸易工作的支持。对外贸易可以为根据地金融带来外汇，以换取根据

地不能生产而又急需的物质。1938 年 8 月，毛泽东提出: 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

的斗争; 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需要的数量，可是应该估计到边区有扩大和缩小的可能;

边区工业品主要来源于日寇占领地，边区农业产品之出卖地，亦在日寇占领区域，因此边区应该有适当

的对外贸易政策，以作货币政策之后盾。［11］( p137) 1941 年初，为打破经济封锁、保障物资供给，陕甘宁边区

政府成立了边区贸易局; 5 月 1 日作出的《关于贸易工作决议》对贸易局的性质和任务作出了明确规定，

提出了边区的贸易政策，即“对外调剂，对内自由”。中共中央对各边区作出指示: 要求对外贸易应实行

相当管理，要尽量做到以货易货，有计划的管理主要贸易，以剩余生产品换进缺少的或不足的必需品; 以

边币或地方辅币吸收境内法币以扩大边币或地方辅币流通范围。此外，在相当巩固的一定区域，有可能

时动员党政军民、公营商店、合作社，将所得之法币随时随地交给贸易局向境外换回货物，不得再用于境

内，更不应囤积，以减少法币在境内停留所遭受的损失。［12］( p55 － 58) 为此，各根据地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根

据地群众努力发展生产，增加商品外销的力度，以换取边区需要的外汇及物质。
1941 年，敌人设卡低价强制收买苇席，不准他人收买，群众为换取粮食，只得忍痛低价出售，冀中区

为了争夺这一富源，解决群众疾苦，首先在军事上进行布置，使敌足以控制苇席的两个据点变成二线，第

一线则处于根据地掌握之中，然后发出布告，号召群众出卖苇席时到根据地机关登记，并由合作社配合，

减低粮价，提高苇价，群众获利，皆大欢喜。［13］( p267) 1944 年夏天，冀南银行各该地工商县局、商务银行做

出指示，售粮款随即交当地银办办事处商店代为保存。银行收款后给商店开收据，商店每月将收据交分

局，分局持收据转分行，银办收款后随即交分行商店。争取年前将麦子完全售完，其他粮食也应大量抛

出，务使粮价做到适当的回跌。［14］

通过掌握大量的物资和商品，应用经济法则进行经济斗争，利用商品经济规律调配物资、调剂金融、
平抑物价，占领货币市场，扩大本币流通量，取得货币斗争的高地。因此，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充分利用货

币斗争、贸易管理和生产建设三驾马车的连环配合，通过发展生产增加商品供应量，是加强贸易管理和

货币斗争的前提，有效的贸易管理又是货币斗争和促进生产建设的重要保障，而货币斗争的胜利更有利

于加强贸易管理和促进生产建设，因此，在敌后根据地边币、法币、伪币之间的斗争中，制定科学的贸易

政策，强化贸易管理，取得货币斗争的有利地位，彻底击破敌伪对根据地的金融侵略阴谋，紧密配合军事

战争和政治博弈，取得抗战的胜利。

二、抗日根据地治理伪造货币的历史经验

1．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2 年 9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发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

601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年



决定》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
政府与民众团体。”［15］( p400 － 401) 1943 年 2 月 20 日，邓小平在《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中指出:“武装、政
权、群众、党四种力量中如何联系与配合呢? 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

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16］( p66) 这是根据地建设的基本规律，只有正确处理这四个方

面的辩证关系，才能掌握根据地建设的基本规律，才能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马克思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流通的货币量取决于市场上商品供应量。同一种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

流通次数可以用来计算货币流通的速度: 商品价格总额 /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 =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

币量，也就是说商品价格总额与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之比决定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17］( p139)

1938 年 8 月，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联名对晋察冀边区货币工作发出指示信，对在对敌斗争中如何稳定

币值、控制货币发行量、建立发行准备金、结合对外贸易开展货币阵地斗争和比价斗争，以及货币政策与

财政政策相结合等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告诫大家一定要有比较稳定的货币才能同日寇作持久的斗

争。［18］( p405) 中共通过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再生产理论，恰当结合抗日根据地具体经济情况，科学运用

了马克思关于商品供给量与货币发行量的货币本质规律，在抗战特殊的革命年代，将“发展生产、保障

供给”作为党的财政总方针，在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运动，注重侧农贷，大大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科学处理了边币发行的质量与数量的关系，保护了边币币值，边区的金融稳定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是打

击和防范伪造货币流通的重要手段。
2． 体现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宗旨是为人民群众利益服务，中共的货币政策及其相关金融措施都充分体现了

以抗战和人民利益为基本出发点。抗战时期，根据地银行本着“一切为群众利益着想”的原则，实行灵

活掌握货币发行的政策，发行货币考虑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按人口数量为发行参照数，恰当扩大货币发

行量，为人们的生产提供农业贷款，注入资金，促进生产发展，改善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条件; 同时，认真控

制货币发行总量，建立以市场所需商品物资为主的货币发行准备金，力求使市场货币流通量与货币需要

量基本保持平衡，以使币值和物价相对稳定，使得人们免受物价飞涨之苦，使人们得到实惠。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对各中央局及各分局作出指示: 要发展群众合作事

业，要依靠银行建立公营商店，借此帮助真正群众性的生产与消费的合作社，收买土货，调剂物价，发展

生产，既补助收入又改善群众生活新钞一经发行则保证其流通，维护其使用，是党政军民共同的严重任

务。［12］( p282 － 283) 生产与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决定人们交换与消费乃至其他生计的重要前提。［19］林伯渠提

出:“边区金融的重大变动，今后为着平抑物价、稳定金融……保障部队物资供给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中

心一环，是发展生产、繁荣贸易、大量运盐与稳定金融。”［20］( p269) 1940 年 5 月 5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山

东分局财政工作作出指示:“各区银行所发行纸币额，需按各地每年度可能流通额为准，发行的纸币数

事实上不能全部作为收入，并须以一部分为改善人民生活用。”［21］( p384)

在放贷方面，1944 年，冀南银行太行区行关于修滩贷款及贷粮折款问题的处理作出指示: ( 一) 关于

修滩贷款的处理: 一年来滩地因洪水而被冲毁者甚多，修滩贷款群众大部难以偿付，边府决定清理办法

如下: 1． 凡经政府指定修滩修理者，现在滩地已经冲毁无法偿付本息，不论时间长短，经农林局查明后，

均由边府按 50%垫付本钱( 银行损失一半，边府垫付一半，群众不再还款) ，利息以所贷时间照算，其计

算法，在滩地冲毁以前由群众支付，在冲毁以后概由政府负责，归还本行。2． 凡非政府指定而为群众自

行向银行贷款修滩者，因滩地被冲毁以致无法偿付，亦不论时间长短均按 50% 付本( 银行损失一半，群

众归还一半) ，利息照算，如原契约规定为分期偿还，而目前已还本一半者，本息均停付，不足一半者，补

足一半，如有贫苦群众，归还一半尚且不能时，则其不足部分由各县地方款内偿付。至于各县地方款因

偿付上述贷款而致公款不足使用者，另造预算呈请专署批准，于第二期统累税内加征。( 二) 过去八专

署的农业贷款买成种子，黎北贷款买成粮食，贷给群众，现在群众以原贷粮食加上利息，全部还政府，因

粮价跌落，致使粮食折款，不够偿付银行原贷款的半数，现边府已决定此项不足数目由各地地方款内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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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银行仍旧收足一半，但无论如何，群众所归还之一半，其不足数均由边府补足。［22］

3． 遵循货币本质规律

马克思认为，在一定的货币流通速度下，一定时期内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

额，加上同一时期中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23］( p137 － 138) 商品供给量与货币发行量是辩

证统一的关系。1938 年 8 月 17 日，毛泽东在《关于晋察冀边区货币政策给聂荣臻等的电报》指出: ( 一)

边区应有比较稳定的货币，以备同日寇作持久的斗争。( 二) 边区的纸币数目，不应超过边区市场上的

需要数量。这里应该估计到边区之扩大和缩小的可能。［24］( p540) 曹菊如指出，边币发行量要与市场容纳

量相结合。［25］( p55) 这些都为边区银行的建立和边币的发行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充分体现中共货币发行

原则和货币政策指导方针，可以充分遵循货币本质规律是中共成功打击伪造货币、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

所在。
随着太平洋战争形势和国民政府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加上客观上法币的贬值，物价的飞涨，鉴于法

币本身的汇兑体制造成日军利用法币套取外汇套用战略物资的后果，中共进一步调整货币政策。1942
年 2 月 5 日，在《中共中央财政部关于法币贬值各根据地应采取的对策的指示》中针对法币购买力下降

对各根据地的金融和物价的严重影响，做出如下决定: 一是停止法币在边区的流通; 二是在各个抗日根

据地建立独立的与统一的金融制度，以维护根据地的资源，财政上应努力发展私人经济特别是农业，以

其税收收入来解决财政问题，不要依靠发行钞票为主要来源。［12］( p55) 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法定的区

域本位币制度，规范了货币流通管理。在货币发行上，普遍建立了货币发行基金，严格了对货币发行量

的控制，加强了对市场物价的监测研究和外汇汇价的掌握。［26］可见，边币的发行量基本上是按照市场来

调剂。当物价上升时，出售物资回笼货币，当物价下降时，增发货币收购物资，以平抑物价。与此同时，

有效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利用粮食和食盐等重要战略物资，发挥根据地群众的积极作

用，有效地调配物资，注重查禁伪造假票与平抑物价相结合，利用调控物价达到回笼货币，很好地控制了

边区货币市场的货币流通量。

三、结语

李大钊说过:“过去的一段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建起来的一座高楼，里面一层一层陈列着我

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得越高，愈能把未来的人生光景及其道路，认

识的愈清。”［27］( p41) 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根据战争局势、日军侵略策略变化及国共关系嬗变，将马克思

的金融货币理论与根据地金融实际情况相结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经济手段与行政相

结合的工作原则，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货币体系和治理伪造货币机制，成功治理了伪造货币，粉碎了日本

“以战养战”的侵略阴谋，既增强了中共对货币本质规律的认知力，又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体系。
当然，尽管初期已经呈现出中共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规律的灵活运用，由于中共对于经济金融领域

的治理与组织尚处在理论与实践的见习期，毕竟中共当时还处在不断学习与摸索过程中，加上抗日战争

的恶劣经济环境，因此，在治理伪造货币的某些手段过于倾向行政命令。例如，在审理伪造货币案件的

司法法程序上趋于简单，主要趋向行政处罚，行政惩治非常严厉，诸如公审、死刑者多。如金融法令条例

规定，“伪造法币或本位币者，处死刑”;“阴谋推销伪造之法币、本位币或意图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

于人者，按数目多少，影响大小，分别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如 1943 年秋，在渝兴集

召开了千人公开宣判丁阿大大会，以汉奸罪、破坏抗日根据地金融罪，判处罪犯丁阿大死刑，并立即执

行。［28］( p76)

总之，欲知未来，必须先了解历史，研究历史不仅仅只是为了相信历史是必然的，而是为了从历史中

寻找本质规律，汲取历史的智慧，去保护未来。中共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战时经济实际情况

建构了独特的治理伪造货币机制，有效地治理伪造货币乱象，有力打击敌方金融侵略。今天，我们系统

梳理抗日根据地对伪造货币的治理特点及其历史经验，是期冀在回望历史过程中吸取历史智慧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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